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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新时代脱贫攻坚任务实现的背景下，提升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协调发展水平，有利于西北地区巩固拓展

脱贫攻坚成果、持续增强内生发展动力并加快融入西部大开发新格局。鉴于此，运用改进的耦合协调度模型对

2013—2018年甘肃省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协调发展程度进行量化，并结合面板Tobit模型对二者耦合协调度

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结果表明：（1）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空间分布基本一致，大体上呈现河西地区>陇中地

区>陇东南地区>南部民族地区的空间发展格局。（2）全省、河西地区、陇中地区及南部民族地区新型城镇化与乡村

振兴的协调发展效应逐步增强，耦合协调发展呈现西北强东南弱的空间分异特征，河西和陇中地区耦合协调水平

明显高于陇东南及南部民族地区。（3）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同步发展类型的市州较少，乡村振兴滞后型的市州明

显增加，并且集中分布于陇中地区及陇东南地区。（4）政府能力、工业化及交通基础设施水平对二者耦合协调水平

具有正向促进作用，而固定资产投资和城乡收入差距则不利于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协调发展。影响二者耦合

协调度的因素具有明显的区域异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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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为加快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摆脱建国

初期的落后局面，国家大力发展工业和城市建设、

提升工业化和城镇化水平，导致城镇和乡村发展

存在明显差距，城乡二元结构凸显，当时的户籍制

度使得以“农村-农业”“城镇-工业”“农村-农民”

“城镇-市民”为典型特征的城乡二元结构根深蒂

固［1］。改革开放以后，国家开始重视城乡协调发展

并颁布一系列相关政策，但是城乡差距仍在扩大。

城镇和农村发展的不平衡、农村发展的不充分已经

无法满足人们对于美好生活向往的需要，成为制约

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在总结以往政策

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国家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将以

往的政策导向直接升级为国家战略，针对城镇化进

程中的乡村衰落的现象［2］，充分发挥新型城镇化与

乡村振兴战略耦合，提升二者协调发展水平，化解

新时代社会矛盾［3］。对于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

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西视察时明确提出了

“互促共生”的重要判断。甘肃作为西北欠发达地

区，经济社会发展滞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特征明

显，在推动城乡平衡发展方面不能照搬其他地区

的模式，因此需要在充分掌握 14 市州新型城镇化

与乡村振兴协调发展程度的基础上，立足于甘肃

省情、认清差距、聚焦短板，因地制宜推动城乡

发展。

在此背景下，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交互耦

合及协调发展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目前的研

究成果集中于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关系及协

调发展的理论依据、二者协调发展的路径、城乡关

系的定量研究等 3个方面：①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

兴的关系及协调发展的理论依据。关于新型城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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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与乡村振兴的关系，学者们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并

得出一致的结论。通过对照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

兴战略的发展目标［4］、分析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

提出的背景及实质［5-7］、构建二者战略耦合机制［8-9］，

从而得出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不是此消彼长的

关系，而是相互促进、相互影响的结论。另一部分

学者从理论的角度寻求二者耦合发展的依据。早

期的马克思“乡村城市化”理论和恩格斯的“城市融

合”理论是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融合发展的理论

基础［10-11］，地理学的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和区域

空间现代结构理论是认知城乡关系的基本依

据［12-13］，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

是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融合发展的理论指南［14］。

②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协同发展的路径。关于

二者协同发展的路径，国内学者进行了深入的探

讨，主要包括发挥城市群对小城镇的辐射带动作

用、构建城乡统一的要素市场、增强城乡产业融合、

优化人口和土地空间配置、推动农村产权制度改革

等宏观路径［11，13，15-17］以及打造特色小镇、农民合作

社、田园综合体等微观路径［18-20］。③城乡关系的定

量研究。多数学者通过构建城乡一体化指标体系，

运用简单的城乡指标比值来体现城乡融合水

平［21-23］，未能充分体现城乡这两个不同社会形态的

互动关系，也有部分学者立足于新型城镇化与乡村

振兴战略，通过构建包含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双

重复合系统的耦合协调指标体系，对新型城镇化与

乡村振兴的耦合协调水平进行测度［24-26］。

总的来看，关于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关系

以理论性探讨居多，缺乏对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

相互促进程度及协调发展程度的量化研究，并且已

有的文章多以全国及中东部地区为研究对象，缺乏

对西部地区的研究，而对欠发达地区的甘肃更是鲜

有关注。目前只有马亚飞等［27］对甘肃省新型城镇

化与乡村振兴的耦合关系进行了有益探讨，但仍存

在以下不足：①缺乏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耦合协

调的理论机制；②仅利用时间序列数据从时序角度

对全省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耦合协调度进行

分析，缺乏对 14市州的空间分布研究；③未能进一

步探讨甘肃省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相对发展

类型；④影响因素分析部分由于仅使用时间序列数

据，因而未能考虑个体差异并无法克服样本容量

小、估计精确度低等问题。鉴于此，本文在分析二

者耦合协调机理的基础上，立足于甘肃省情，尝试

构建甘肃省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发展

评价指标体系，运用改进的耦合协调度模型对甘肃

省 14 市州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耦合协调度进

行量化，并从时空视角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进一

步探讨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相对发展状态，最

后构建面板 Tobit模型对耦合协调度的影响因素进

行分析，以期为当地政府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压茬

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提供决策参考。

1 研究方法

1.1 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机理

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相互影响、相互促进、

协同发展（图1）。

新型城镇化是乡村振兴的助推器。新型城镇

化的发展将促进城乡资源要素的自由流动，引导人

才、资源流向农村，补齐农村在产业发展、乡村治

理、社会文明等方面的短板。城镇产业的外向性发

展将引导资本、科技、人力等要素和新型农用设备

向乡村流动，加快“农业+工业”“农业+服务业”的发

展，完善乡村产业结构，助力乡村产业振兴；绿色城

镇化的发展既可以减少污染物的排放又使得生态

治理的新技术在乡村得以推广，从而提升了乡村生

态治理的力度和效果；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更多

的文化产品和各类资源逐步下沉，提高了城镇文化

和城镇管理水平对乡村的辐射带动力；新型城镇化

通过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可以有效推动农民市民

化进程和提高农民整体素质，增加农民收入，从而

助力农民过上富裕生活，同时社会城镇化的发展为

乡村公共服务提供依托，有利于实现城乡基本公共

服务均等化。

乡村振兴是新型城镇化发展的新机遇。乡村

产业兴旺既能满足城镇生产生活对农产品的需求，

又有利于形成产业集聚，从而推动农村就近就地城

镇化；乡村生态宜居为绿色城镇化发展提供生态空

间，可以有效缓解交通拥堵、住房贵、环境污染等城

市病问题，又能为城镇居民提供观光农业、乐活休

闲业等多样的农业生态产品和服务；乡风文明既可

以促进乡村传统文化与城市现代文化相结合，又可

以提升农民精神文明、减少城乡冲突，为新型城镇

化建设创造良好的人文环境；乡村治理能力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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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为城镇社会治理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随着生活

富裕的实现，农村居民对城镇产品的消费需求将会

增强，可以为新型城镇化建设提供有力的动力

支撑。

1.2 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度评价指标

体系构建

为了准确、全面地反映甘肃省新型城镇化与乡

村振兴的关系，在借鉴前人研究的基础上［28-31］，按照

科学性、综合性、可操性等原则，构建新型城镇化与

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度评价指标体系（表 1）。该指标

体系中共有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2个一级指标。

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包含人口、经济、社会服务、

城镇基础设施、生态环境 5个方面。①人口城镇化

指的是人口持续向城镇聚集的过程，因而用常住人

口城镇化率和城镇人口密度来衡量；②经济城镇化

是城镇化建设的重要任务，主要体现为产业结构调

整优化及地区经济增长情况；③新型城镇化主张以

人为本，而就业情况及公共服务均等化程度是社会

城镇化的重要体现；④城镇基础设施主要体现为城

镇道路、交通运输、燃气、公厕等方面的建设情况；

⑤环境城镇化体现为生态环境与城镇化建设的协

调情况。

乡村振兴包含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

治理有效、生活富裕 5 个方面：①产业兴旺主要体

现为粮食生产能力、农业生产条件和农业生产效率

的全面提升；②生态宜居体现为乡村生活环境和生

态环境的整体性提升；③乡风文明是现代文明建设

的重要基础，因此既要传承乡村传统文化，又要借

助信息工具传播现代文明，不断提升乡村文明水

平；④治理有效体现为乡村基层建设治理行为的合

理性、治理效果的有效性，村务公开和村社委员学

历水平的提升是治理有效的重要保障；⑤生活富裕

是乡村振兴的终极目标，体现为农民收入水平的提

升、生活质量的改善及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

1.3 研究方法

1.3.1 熵值法

由于新型城镇化（U1）和乡村振兴（U2）子系统都

是综合性的系统，因此本文运用熵值法对两个子系

统进行综合测度，原因在于熵值法具有客观赋权的

优点，可以避免专家赋权的主观性，能够实事求是

地反映各指标在综合指标中的重要性，具体计算步

骤见参考文献［32］。

1.3.2 改进的耦合协调度模型

本文将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两个子系统之

间相互促进程度定义为耦合度，二者协调发展程度

定义为耦合协调度。原有的耦合协调度模型只考

虑了研究对象间的横向对比，指标按市州进行归一

化处理，未考虑研究对象时间上的动态变化，不适

合进行时空差异的研究，因此，本文对模型进行改

进，增加时间调整系数，具体如式（1）—（3）。

rjy =
-
xjy -

- -- ----- --
xj ( y - 1)

- -- ----- --
xj ( y - 1)

，R1 =
∑

y = ymin

y max ∑
j = 1

m

wjrjy

y
（1）

图1 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机理

Fig.1 Mechanism of coupling and coordination between new urbanization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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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ky =
-
xky -

- -- ----- --
xk ( y - 1)

- -- ----- --
xk ( y - 1)

，R2 =
∑

y = ymin

y max ∑
k = 1

n

akrky

y
（2）

U ′gy = Ugy × (1 - Rg )y
max

-y （3）

式中：y 为年份，取值 2013—2018；
-
xjy 和

-
xky 分别为 y

年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子系统各指标数据在 14

市州间的均值；rjy和 rky分别为 y 年新型城镇化和乡

村振兴各指标相对于上一年的增长率；R1和R2分别

为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子系统的时间调整系数，

经计算 R1为 0.0289，R2为 0.03；wj和 ak分别为新型城

镇化和乡村振兴子系统各指标的权重；m 和 n 分别

为 2个子系统各指标的个数；Ugy为根据熵值法计算

得到的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子系统在 y 年的得

分，g=1、2，U ′gy 为由时间调整系数调整后的新系统

得分值，然后带入式（4）—（5）计算耦合协调度。

C = [ (U ′1 × U ′2 )/ (U ′1 + U ′2 )2 ]1/2 （4）

D = (C × T )1/2，T = αU ′1 × βU ′2 （5）

式中：C 为耦合度；U ′1 表示调整后的新型城镇化综

合评价指数；U ′2 表示调整后的乡村振兴综合评价指

数；D表示耦合协调度；T表示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

兴 2个子系统的综合度；α、β为待定系数，考虑到新

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 2个子系统的重要程度一样，

并参考前人研究经验，将α、β均赋值为0.5。

依据ArcGIS10.3自然断裂点分级法，将耦合度

分为微度耦合、低度耦合和中度耦合 3个类型。为

方便比较 14 市州耦合协调度的差异，根据 D 值大

小，并参考现有文献等级的取值范围［33-36］，对 2个子

系统的耦合协调度进行等级划分（表2）。

1.3.3 相对发展模型

为进一步探析甘肃省 14 市州新型城镇化与乡

村振兴相对发展类型，本文构建相对发展模型［37］：

γ = U1 /U2 （6）

式中：γ为相对发展度；U1为新型城镇化综合评价指

表1 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Table 1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coupling and harmonious

development of new urbanization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一级

指标

新型城镇化

（U1）

乡村振兴

(U2)

二级

指标

人口

指标

经济

指标

社会

指标

城镇

基础

设施

环境

指标

产业

兴旺

生态

宜居

乡风

文明

治理

有效

生活

富裕

三级指标

常住人口城镇化率

城镇人口密度

工业化率

第二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

人均GDP

城镇登记失业率

城镇每万人拥有卫生技术人员数

城镇每万人拥有医疗机构床位数

每万人拥有的公厕数

每万人拥有公共交通车辆

城市用水普及率

城市燃气普及率

人均城市道路面积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率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非农业劳动就业比重

农业劳动生产率

人均农业机械总动力

粮食综合生产能力

农村自来水到户率

生活垃圾进行处理行政村占比

生活污水进行处理行政村占比

主要道路有路灯的村占比

旱厕改造率

开通互联网宽带的行政村占比

农村居民教育文化娱乐支出占比

有农民业余文化组织的村占比

村务公开率

村社委员大专以上学历占比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农村人均收入增长率

每百户汽车拥有量

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

城乡收入比

方向

正向

正向

正向

正向

正向

负向

正向

正向

正向

正向

正向

正向

正向

正向

正向

正向

正向

正向

正向

正向

正向

正向

正向

正向

正向

正向

正向

正向

正向

正向

正向

正向

正向

正向

负向

负向

表2 耦合协调度等级划分标准

Table 2 Criteria for division of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耦合协调度

0<D≤0.3

0.3<D≤0.5

0.5<D≤0.8

0.8<D≤1.0

协调等级

低度协调

中度协调

良好协调

高度协调

特征

协调程度低，无整体协同效应

基本协调，协同效应呈现

较协调，整体协同效应较好

共同发展，协调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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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U2为乡村振兴综合评价指数。为方便比较 14市

州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相对发展状态，根据 γ值
大小进行类型划分，0<γ≤0.9，表示乡村振兴滞后于

新型城镇化，0.9<γ≤1.1，表示二者同步发展，γ≥1.1，

表示新型城镇化滞后于乡村振兴。

1.3.4 面板Tobit模型

由于耦合协调度介于 0—1，采用普通最小二乘

法会造成偏误，故本文采用面板 Tobit模型分析，具

体模型设定见公式（7）。

1.4 数据来源

数据来源于 2014—2019 年《中国城市统计年

鉴》《甘肃发展年鉴》《甘肃农村年鉴》《甘肃调查年

鉴》以及各市州《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主要数据公

报》。对于个别缺失的数据，采用插值法进行处理。

2 甘肃省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

耦合协调

2.1 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综合水平

甘肃省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综合水平较低，

各市州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综合水平差异显著、

区域发展不平衡（表 3）。对于甘肃的地理区域划

分，本文参考胡雪瑶等［38］的做法，将甘肃分为河西

地区、陇中地区、陇东南地区及南部民族地区，其中

河西地区包括嘉峪关市、金昌市、武威市、张掖市和

酒泉市，陇中地区包括兰州市、白银市和定西市，陇

东南地区包括庆阳市、平凉市、天水市及陇南市，南

部民族地区包括临夏回族自治州和甘南藏族自治

州。具体来看，甘肃省新型城镇化综合评价指数均

值为 0.372，河西地区、陇中地区、陇东南地区及南部

民族地区的新型城镇化综合评价指数均值分别为

0.451、0.367、0.309 和 0.306，除河西地区以外，其余

三大区域的新型城镇化综合评价指数均值均低于

全省平均水平；甘肃省乡村振兴综合评价指数均值

为 0.402，其中高于均值的有河西 5 市及兰州市，河

西地区、陇中地区、陇东南地区及南部民族地区的

乡村振兴综合评价指数均值分别为 0.612、0.316、

0.283 和 0.246。由此可知，甘肃省新型城镇化和乡

村振兴综合水平的空间分布基本一致，大体上呈现

河西地区>陇中地区>陇东南地区>南部民族地区的

空间发展格局。

2.2 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耦合度

2013—2018 年甘肃省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

耦合度呈现上升并趋于稳定的态势，但是耦合度整

体上偏低，表明甘肃省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相互

促进效应初显，但是还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并且

14 市州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耦合度存在一定差

异（表4）。

从图 2可知，2013年，只有甘南藏族自治州处于

微度耦合阶段，耦合度仅为 0.467，表明甘南藏族自

治州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相互作用程度较低，酒

泉市、张掖市、武威市、白银市和庆阳市处于低度耦

合阶段，占全省市州的 35.71%，与甘南藏族自治州

相比，这 5个地级市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相互作

用、相互影响的程度相对较高，其余市州处于中度

耦合阶段，占全省市州的 57.14%，相较而言，这些市

州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相互作用效应最高；2016

年甘肃省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耦合度的空间格

表3 甘肃省新型城镇化-乡村振兴综合水平均值

Table 3 Average value of comprehensive level of new

urbanization-rural revitalization in Gansu Province

市州

嘉峪关市

金昌市

武威市

张掖市

酒泉市

河西地区均值

兰州市

白银市

定西市

陇中地区均值

天水市

平凉市

庆阳市

陇南市

陇东南地区均值

临夏州

甘南州

南部民族地区均值

全省均值

新型城镇化综合

评价指数

0.659

0.474

0.304

0.439

0.380

0.451

0.534

0.323

0.243

0.367

0.309

0.302

0.413

0.211

0.309

0.267

0.345

0.306

0.372

乡村振兴综合

评价指数

0.830

0.600

0.493

0.645

0.547

0.612

0.466

0.254

0.228

0.316

0.275

0.347

0.292

0.219

0.283

0.279

0.212

0.246

0.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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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稍有变化，其中甘南藏族自治州由微度耦合上升

为低度耦合，武威市由低度耦合下降为微度耦合，

其余市州的耦合度类型未发生明显变动，微度耦

合、低度耦合和中度耦合类型的市州分别占比

7.14%、35.72% 和 57.14%；2018 年，微度耦合、低度

耦合和中度耦合类型的市州分别占比 14.29%、

21.43%和64.28%。总的来看，甘肃省新型城镇化与

乡村振兴的耦合类型最高仅为中度耦合，并且集中

表4 甘肃省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耦合度

Table 4 Coupling degree between new urbanization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Gansu Province

市、州

兰州市

嘉峪关市

金昌市

白银市

天水市

武威市

张掖市

平凉市

酒泉市

庆阳市

定西市

陇南市

临夏州

甘南州

均值

2013年

0.500

0.497

0.500

0.489

0.500

0.482

0.489

0.495

0.490

0.486

0.497

0.493

0.500

0.467

0.492

2014年

0.499

0.496

0.499

0.495

0.497

0.478

0.494

0.498

0.494

0.498

0.498

0.500

0.499

0.481

0.495

2015年

0.500

0.496

0.493

0.497

0.500

0.485

0.496

0.500

0.492

0.493

0.499

0.500

0.497

0.489

0.495

2016年

0.499

0.499

0.497

0.496

0.499

0.488

0.493

0.500

0.493

0.494

0.497

0.499

0.499

0.496

0.496

2017年

0.496

0.498

0.496

0.499

0.496

0.492

0.491

0.500

0.491

0.495

0.491

0.500

0.499

0.492

0.495

2018年

0.497

0.497

0.496

0.499

0.499

0.488

0.492

0.499

0.490

0.485

0.500

0.499

0.500

0.483

0.494

均值

0.498

0.497

0.497

0.496

0.498

0.485

0.492

0.498

0.491

0.492

0.497

0.499

0.499

0.485

0.495

图2 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耦合度的时空分布

Fig.2 Space-time distribution of coupling degree between new urbanization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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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于陇中和陇东南地区，但是中度耦合类型的市

州占比越来越高，由此表明甘肃省新型城镇化与乡

村振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程度不高并且存在显著

的空间异质性，但是二者相互影响程度存在明显提

升的趋势。

2.3 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度

从时间演变来看，2013—2018年全省新型城镇

化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水平呈上升并趋于稳定的

态势，2013年全省耦合协调度为 0.426，2014年上升

至 0.432，2015—2018年基本保持稳定，维持在 0.431

左右。研究期内全省耦合协调度均处于中级协调

水平，表明甘肃省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整体上处

于基本协调的状态（图 3）。就区域而言，河西地区

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度最高并且整体

上呈现逐步上升的趋势，研究期内均处于良好协调

水平；陇中地区、陇东南地区及南部民族地区的耦

合协调度均低于全省平均水平。其中，陇中地区新

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度整体上呈现上升

趋势，南部民族地区耦合协调度呈“V”型上升趋势，

而陇东南地区耦合协调度却呈倒“V”型下降趋势，

陇东南地区的村庄多处于山地河谷及黄土高原，地

理环境较为封闭，当地政府将有限的经济资源投入

到新型城镇化建设，从而导致乡村与城镇之间的差

距越来越大，与新型城镇化相比，乡村发展较为滞

后。由此可见，研究期内全省、河西地区、陇中地区

及南部民族地区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协调发

展效应逐步增强。

从空间演变来看，甘肃省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

兴耦合协调度空间格局分布极不均衡，区域间差异

较大（图 4）。2013年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耦合协

调度处于 0.295—0.602，其中河西地区的嘉峪关市

和金昌市耦合协调度相对较高，处于良好协调水

平，陇南市耦合协调度最低，仅为 0.295，处于低度协

调水平，其余 11个市州处于中度协调水平；与 2013

年相比，2016年耦合协调度的空间格局出现明显变

图3 2013—2018年全省及区域耦合协调度的时序演变

Fig.3 Time series evolution of provincial and regional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in 2013-2018

图4 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度的时空分布

Fig.4 Spatial-temporal distribution of coupling degree between new urbanization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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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即不存在低度协调类型的市州，其中，陇南市由

低度协调提升至中度协调，张掖市由中度协调提升

至良好协调，其余 12个市州耦合协调等级未发生明

显变动，只是耦合协调度的排名稍有变化；2018 年

甘肃省 14 市州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耦合协调

度为 0.321—0.616，其中兰州市的耦合协调等级由

2016年的中度协调提升至良好协调，其余市州耦合

协调等级未发生变动，武威市和酒泉市虽然在研

究期内均处于中度协调水平，但是耦合协调度相

较于同等级的市州明显较高，原因在于武威市和

酒泉市新型城镇化建设和乡村发展相对较好，从

而提高了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协调发展水平，

即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度与系统基础

分布水平有较大关联。纵观 2013—2018 年耦合协

调的空间格局分布，兰州市、陇南市、张掖市的耦合

协调等级变化比较明显，这归因于自乡村振兴战略

提出以来，兰州等市以城乡一体化为发展理念、以

产城融合为抓手、以绿色发展为主题、以要素保障

为重点，不断完善道路交通等硬件设施和医疗、教

育等软件设施，加快产业转型升级，着力构建现代

化产业体系和提高要素市场化配置效率，注重发挥

土地等自然资源和人才、信息等社会资源的带动作

用，多举措促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的协调发

展。总体而言，甘肃省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耦

合协调发展呈现西北强东南弱的空间分异特征，河

西和陇中地区耦合协调水平明显高于陇东南及南

部民族地区。

2.4 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相对发展类型

2013—2018 年甘肃省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

耦合协调度整体上偏低，因此运用相对发展模型，

选取 2013年、2016年和 2018年的截面数据，进一步

探索甘肃省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相对发展状

态（图 5）。研究期内甘肃省大部分市州新型城镇化

与乡村振兴的相对发展状态主要经历了同步发展

向乡村振兴滞后转化的过程，说明伴随着新型城镇

化建设的深入推进，乡村建设略显滞后，乡村发展

潜力未得到充分释放。2013 年，乡村振兴滞后型、

同步发展和新型城镇化滞后型占比分别为 21.43%、

28.57%和 50%；2016年，乡村振兴滞后型、同步发展

和新型城镇化滞后型占比分别为 42.86%、7.14% 和

50%；2018年，乡村振兴滞后型、同步发展和新型城

镇化滞后型分别占比 50%、7.14% 和 42.86%。由此

可知，乡村振兴滞后型的市州明显增加，并且集中

分布于陇中地区及陇东南地区，原因在于陇中地区

及陇东南地区的大部分市州都处于黄土高原上，沟

图5 甘肃省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相对发展类型空间分布

Fig.5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new urbanization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Gansu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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壑纵横、梁峁连绵的自然地理环境造成交通不便，

严重制约资源要素在城镇和乡村之间的流动，长此

以往导致城乡差距逐渐扩大，加之陇中地区及陇东

南地区人口占全省人口的 72.6% 左右，庞大的人口

基数阻碍了生态治理、乡风文明建设、基本公共服

务覆盖面提升等乡村振兴建设任务的实现，从而导

致乡村发展水平滞后。

3 甘肃省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耦

合协调发展的影响因素

3.1 变量选取及模型构建

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发展受到多

种因素的影响，参考已有研究［39-40］，并结合实际情

况，最终确定政府能力、固定资产投资、工业化、交通

基础设施水平和城乡收入差距为影响因素（表5）。

政府能力（gov）对于新型城镇化建设和乡村振

兴发展起到引导调节作用，而地方公共财政收入成

为政府能力发挥的重要保障，一般情况下，地方公

共财政收入越多，对于基础设施、环境生态、民生等

问题的改善能力也就越强。固定资产投资（inve）的

增加有利于加快实现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促进城

乡融合，提高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协调发展水

平。工业化（indu）对于推动甘肃省城镇化进程具有

重要作用，因而一定程度上促进以工促农、以城带

乡等城乡一体化的形成。基础设施水平（inf）的提

高，尤其是交通网络密度的提高能够为资源要素的

流动和转移提供便利条件，加强城镇与农村之间的

联系性，增强城镇对乡村的带动作用，实现城乡融

合发展。由于城乡收入差距（urin）的存在，农村劳

动力大规模、持续性地向城镇流动，为城镇化建设

提供充足的劳动力供给，但同时也伴随着农村空心

化以及城乡发展失衡等问题。综上所述、政府能

力、固定资产投资、工业化、交通基础设施水平及城

乡收入差距对于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的作用不

同，从而成为影响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协调发展

的重要因素。为避免异方差和多重共线性，对各变

量进行取对数处理，具体模型构建如下：

Dit = c0 + c1 lngovit + c2 lninveit + c3 lninduit +

c4 lninfit + c5 lnurinit + ε it （7）

式中：Dit为耦合协调度；i表示地区；t表示时间；c0 是

常数项；gov是政府能力；inve是固定资产投资；indu

是工业化；inf 是交通基础设施水平；urin 是城乡收

入差距；ε是随机扰动项。

3.2 回归结果

由于耦合协调度是介于 0 和 1 的值，对于面板

数据而言，固定效应的非线性模型通常得不到一致

的估计值，因此采用受限的面板 Tobit 随机效应来

进行回归分析。从前文分析可知，甘肃省新型城镇

化与乡村振兴的耦合协调度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

为了考察区域异质性，分别对全省、河西地区、陇中

地区、陇东南地区和南部民族地区进行面板Tobit回

归分析，具体结果见表6。

从全省整体的回归结果来看：①政府能力（gov）

对全省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度的作用

显著为正，由此表明地方公共财政收入通过发挥引

导调节作用可以提高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耦

合协调水平，因此甘肃省在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

乡村振兴的过程中不能仅仅依靠市场在资源配置

中的决定性作用，还要充分借助政府资金、政策和

制度，有效发挥政府之“手”的宏观调控作用。②固

定资产投资（inve）对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耦合协

调度的作用显著为负，表明甘肃省固定资产投资的

表5 耦合协调度影响因素

Table 5 Influencing factors of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被解释变量

解释变量

变量名称

耦合协调度

政府能力

固定资产投资

工业化

交通基础设施水平

城乡收入差距

变量符号

D

gov

inve

indu

inf

urin

变量说明

耦合协调度模型计算结果

人均地方公共财政收入

人均固定资产投资额

第二产业占GDP的比重

公路密度

城乡收入比

单位

元

元

%

km·km-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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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会抑制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协调发展，与

理论分析相悖。原因在于十八大以来，为持续推进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工业转型升级，甘肃省加

大工业投资力度，使得工业投资在固定资产投资中

占据主导地位，而对于民生领域投资及基础设施投

资相对较弱，因而不利于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实

现，固定资产投资的带动作用未得到有效发挥。

③工业化（indu）对全省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耦合

协调度的作用显著为正，表明工业化能够提升新型

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耦合协调度，工业化的发展通

过生产、交易进而推动人才、技术等要素在城乡间

流动，有利于实现资源要素的均衡配置，进而形成

以工促农、工农互惠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④交通

基础设施水平（inf）对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耦合

协调度的影响显著为正，即交通基础设施的完善有

利于提高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耦合协调发展。

原因在于发达的交通可以为资源要素在城乡之间

双向流动提供便利条件，加强城镇与农村之间的联

系性，增强城镇对乡村的带动作用，有利于提高新

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协调发展程度。⑤城乡收

入差距（urin）对全省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耦合协

调度的影响显著为负，表明城乡收入差距是阻碍新

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协调发展的主要因素。近几

年，甘肃农民收入增长缓慢，但城乡收入比却一直

居高不下、维持在 2.95 左右，城乡收入差距的存在

引发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同时伴随着老人农

业、农村空心化等问题，成为抑制新型城镇化与乡

村振兴协调发展的重要因素。

从区域回归的结果来看：①政府能力对河西及

陇中地区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度的影

响显著为正，对陇东南及南部民族地区的影响不明

显，表明陇东南及南部民族地区财政收入对新型城

镇化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度的带动作用有限。因

此该地区需进一步完善财政收入分配职能，通过政

策倾斜、资金扶持等方式促进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

兴的协调发展。②固定资产投资对河西地区、陇中

地区及南部民族地区的影响不显著，但是对陇东南

地区的影响显著为正，表明固定资产投资可以有效

带动陇东南地区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协调发

展。③工业化对河西地区、陇中地区及南部民族地

区的影响均显著为正，这与全省整体回归结果一

致，但是对陇中地区的影响却不明显。原因在于：

陇中地区尤其兰州以重工业为主，工业布局集中于

城镇，因而工业化在推进城镇化的同时，对乡村的

带动作用有限，从而进一步扩大城乡差距，阻碍新

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协调发展。因此陇中地区

亟需优化产业结构，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节能环

保、中医药等为主导的生态产业体系。④交通基础

设施水平对陇中地区、陇东南地区及南部民族地区

的影响不明显，对河西地区的影响显著为正，表明

发达的交通网络对提升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

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因而陇中地区、陇

东南地区及南部民族地区应继续加大基础设施投

资力度，逐步建立完善的交通网络。⑤城乡收入差

距对河西地区、陇中地区及陇东南地区的影响均显

著为负，表明城乡收入差距是阻碍甘肃省新型城镇

化与乡村振兴协调发展的主要因素。因此河西地

区、陇中地区及陇东南地区应将产业结构优化升

级、培育农村特色产业、促进农业科技进步作为缩

小城乡收入差距及提高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耦

合协调发展的重要驱动力。

4 结论与政策建议

4.1 结论

甘肃省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综合水平较低，

表6 面板Tobit模型回归结果

Table 6 Panel Tobit regression results

变量

gov

inve

indu

inf

urin

cons

全省

0.177***

(0.043)

-0.079**

(0.038)

0.248***

(0.047)

0.051*

(0.031)

-1.249***

(0.084)

0.409***

(0.130)

河西

地区

0.245***

(0.039)

-0.011

(0.062)

0.264***

（0.069）

0.193***

（0.058）

-1.241***

（0.156）

-0.058

（0.183）

陇中

地区

0.282***

(0.107)

-0.063

(0.131)

-1.011

(1.007)

-0.052

(0.064)

-0.979*

（0.519）

0.040***

（0.519）

陇东南

地区

-0.055

（0.053）

0.295***

（0.043）

0.358***

（0.044）

0.042

（0.036）

-0.214**

（0.093）

0.019***

（0.003）

南部民族

地区

-0.061

（0.068）

-0.123

（0.153）

0.165***

（0.038）

0.077

（0.056）

0.617

（0.520）

0.017***

（0.004）

括号内为标准误差，*、**、***分别表示在 10%、5%、1%水平下

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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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

的空间分布基本一致，大体上呈现河西地区>陇中

地区 >陇东南地区 >南部民族地区的空间发展

格局。

甘肃省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耦合类型最

高仅为中度耦合，并且集中分布于陇中和陇东南地

区，但是中度耦合类型的市州占比越来越高，由此

表明甘肃省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相互作用、相互

影响程度不高并且存在显著的空间异质性，但是二

者相互影响程度存在明显提升的趋势。

从时间演变来看，研究期内全省、河西地区、陇

中地区及南部民族地区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

协调发展效应逐步增强。从空间演变来看，新型城

镇化与乡村振兴的耦合协调发展呈现西北强东南

弱的空间分异特征，河西和陇中地区耦合协调水平

明显高于陇东南及南部民族地区。新型城镇化与

乡村振兴同步发展类型的市州较少，乡村振兴滞后

型的市州明显增加，并且集中分布于陇中地区及陇

东南地区。

政府能力、工业化及交通基础设施水平对全省

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水平具有正向促

进作用，而固定资产投资和城乡收入差距则不利于

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协调发展。影响新型城

镇化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度的因素具有明显的区

域异质性。

4.2 政策建议

基于以上研究结论，以提升新型城镇化与乡村

振兴耦合协调水平为目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①强化政府能力。陇东南地区及南部民族地区的

市州应通过完善财政收入分配职能、政策倾斜和资

金扶持等措施进一步强化政府能力，提升政府在促

进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协调发展中的引导调节

作用。例如通过建立农业产业园、加大农村人居环

境整治、完善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加大公共服务投

入力度等方式，补齐农村在产业发展、人居环境、基

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等方面的短板。②优化产业结

构。陇中地区应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以构建生

态产业体系为突破口，坚持绿色崛起与工业强省相

结合，着力发展清洁生产、节能环保、清洁能源、先

进制造、文化旅游、通道物流、循环农业、中医中药、

数据信息、军民融合十大生态产业，实现一二三产

业融合发展。③加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陇中、陇

东南及南部民族地区应继续加大交通基础设施建

设力度，充分挖掘私有资本尤其是城市资本对交通

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既要加快国家高速公路、普

通国省道建设，推进通村组硬化路建设，又要着力

打造跨市路网设施建设，加快推进区域陆路交通设

施互联互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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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asurement of coordination level between new urbanization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Gansu Province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Xu Xueab，Wang Yongyua

（a.School of Statistics / b.Gansu Financial Cooperation Innovation Center，Lanzhou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

ics，Lanzhou 730030，China）

Abstract：In the context of the realization of the task of poverty alleviation in the new era，improving the coor‐

dinated development level of new urbanization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is conducive to consolidating and expand‐

ing the achievements of poverty alleviation in Northwest China，continuously enhancing the endogenous devel‐

opment power，and accelerating its integration into the new pattern of western development. In view of this，the

improved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model is used to quantify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degree of new ur‐

banization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Gansu Province，and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ir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are studied combined with panel Tobit model. The results show that：（1）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new

urbanization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is basically the same，which generally presents the spatial development pat‐

tern of Hexi region > central Gansu region > southeast Gansu region > southern ethnic minority region.（2）Dur‐

ing 2013-2018，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effect of new urbanization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the whole

province，Hexi region，central Gansu region and southern ethnic areas has gradually increased. The coupling and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shows the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strong northwest and weak southeast.

The coupling and coordination level of Hexi and central Gansu region i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south‐

east and southern ethnic areas.（3）There are fewer cities and prefectures with the synchronous development of

new urbanization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and the cities and prefectures with lagg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have in‐

creased significantly，which are concentrated in central Gansu and southeast Gansu region.（4）Government ca‐

pacity，industrialization and transportation infrastructure level play a positive role in promoting the coupling and

coordination level of the two，while fixed asset investment and urban-rural income gap are not conducive to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new urbanization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The factors affecting the coupling coordina‐

tion degree of the two have obvious regional heterogeneity.

Key words：new urbanization；rural revitalization；coupling coordination；influencing factor

13


